
新加坡能否在满足经济、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
用地的同时，尽可能保留自然和建筑遗产在内的环
境？随着土地日益稀缺，不同需求之间的竞争不断
加剧，巧妙化解这种内在张力将变得愈发困难。

这些担忧再次浮出水面。今年7月，建屋发展
局在完成环境与历史遗产评估后宣布，将在吉门营
房和斜阳大道兴建新组屋。为了腾出空间，斜阳大
道约15公顷的马裕树林和吉门营房至少10公顷的树
林可能会被清除。

这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声势之大或许是自
2001年当局宣布乌敏岛仄爪哇填海造地计划，以开
辟最终用于军事训练的“储备用地”以来所未见
的。仄爪哇是新加坡仅存的几个河口生态系统之
一，拥有独有的珍稀动植物。在这两起争议中，个
人、社区团体、环保人士以及公民社会组织都纷纷
行动起来，呼吁政府重新检讨决定，并加强环境保
护措施。。

在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反馈之下，国家发展部兼
外交部政务部长陈圣辉在8月14日说，政府正考虑对
这两个地段的现有计划“作出调整”。

他指出，当局将确切评估这两个地段还能保留
多少绿地，但他补充说，必须做出的权衡取舍是
“接受这意味着我们在两个地段可为国人兴建的住
宅会减少”。在8月4日的国会及之后的发言中，陈
圣辉都重申，目前的计划绝非最终定案。

权衡取舍的局限性
权衡取舍（trade-offs）作为经济思维中的常见

概念，常被用于政策讨论中为所作选择提供依据，
但在追求平衡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思路将越来越难
以自圆其说。须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无须在
政策制定中，作出涉及权衡取舍的选择。

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刻意去寻找，总能发现
须要妥协取舍之处。我们显然有必要避免以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方式看待政策选项，而权衡取舍往往
不可避免地会助长这种倾向。

展望未来，挑战在于将经济与环境视为共生关
系，这将能激发政策制定和城市规划中的突破性思
维。我们过去曾成功做到过，如今也拥有更充足的
资源做得更好。

把发展与自然看作零和博弈，即两组截然不同
的权利、利益、权力和利益攸关方，是一种虚假的
二元对立。如果把它们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权
衡取舍可能就会被视为糟糕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
一方必须为另一方让路。就像我们不会在工作与生
活之间做绝对的取舍，而是竭力取得平衡一样。

新加坡在应对长期存在的脆弱性方面所做的努
力。提供重要启示。例如，如果当初因为土地限
制，而在水供自给自足与其他紧迫的经济需求之间
做出妥协取舍，今天不仅会对本国的水资源和国家
安全缺乏信心，也不会积极推进如今造福全球和我
国的水技术的发展。

权衡取舍意味着总有一方的利益或需求优先于
另一方。虽然取舍有时在所难免，且常被视为务实
之举，但政策制定者应努力以更全面的方式，协调
不同的利益与需求，如经济与环境的需求。

事实上，建屋局对吉门营房和马裕树林的规
划，并非环境（广义而言）与住房之间权衡取舍的
体现。

例如，吉门营房在最初未定案的规划中，保留
相当于该地段40%面积的绿地，包括以原生树种为
主的次生林、整条林间溪流，以及与邻近公园和拉
柏多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走廊。

同样，在马裕树林最初未定案的规划中，也
保留约35%的林地，涵盖以原生树种为主的次生
林、一条天然淡水溪流及周围的滨水植生缓冲带
（riparian buffer），还有旧裕廊铁路。

从某些方面来看，当局在解释发展规划并反复
提及权衡取舍时，缺乏细节。政策制定者将越来越须
要有说服力地证明，他们不仅考虑所有选项，而且还
致力于创造新的选项。这要求在创造选择时展现创造

力、创新精神和胆识，而这正是良好治理的标志。
这进而要求政策决策在涵盖其他种种考量之

余，突破现有规范，将时间视野延伸至更长远；不
仅要超越纯粹的经济考量，对无形事物进行价值量
化，同时兼顾正面和负面外部效益以及代际公平。
此外，并非所有事物（例如生物多样性）都能轻易
标出价格。

发展与自然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能
够相互制衡，避免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而非简单
地诉诸权衡取舍。我们追求的是平衡，而非完美的
均衡。否则，我们不过是用一种迫切需求，取代另
一种迫切需求罢了。

共同创造理想成果
在我国独立初期的岁月里，“改变即现代化”

的论调极具吸引力，因为当时的新加坡人期盼着不
断提高生活水平，并渴望以摩天大楼和新购物中心
为载体的现代生活。

60年后的今天，受后物质时代诉求的驱动，国
人也越来越渴望周围环境的恒常与熟悉，并对正在
消失的自然和人为遗产感到惋惜。我们清楚自己得
到什么，但也越来越多地反思失去什么，或可能正
在失去什么。

目前，我们仍不清楚这两个地段究竟会保留多
少树林。最终面积的减少会有实质意义吗？是否会
像新加坡自然协会等团体所倡导的，保留三分之二
的树林（而不是开发三分之二）？魔鬼就藏在细节
中。

任何面积的缩减，都必须确保剩余的次生林面
积足够大，可以作为森林栖息地；否则，减少砍伐
面积仅具象征意义，无法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缓解措施至关重要，在开发工程期间必须落实
到位，以减少对剩余树林的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如
果邻近区域的开发工程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退化，
这种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当局必须谨慎行事，并利用马裕树林和吉门营
房的开发项目来证明：增加住房供应与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建筑遗产的双重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而非
必须相互妥协。

果真如此，当未来开发其他具有类似情况的地
段时，公众就会对我们实现双赢结果充满信心。在
当前局面中，所谓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对立是人为制
造的，不应重演。正如当前争议所显示的，这种对
立只能引发徒劳的争议，而无法增强公众对公共政
策制定的信心。

公众和利益攸关方的协商，对开发过程的各个
阶段——从规划、执行到完工——都至关重要。我
们应努力共同创造出一种理想结果，既能优化这两
处地段提供的住房用地，又能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
负面影响。这种规划有助于避免因权衡取舍，而常
常导致的零和博弈式做法。

正如对待影响环境的重大建设项目一样，预防
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告诫我们，即使缺乏
科学上的确定性，在面对已被确认会对环境或人类
健康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我们也不
应拖延能够预防或减少环境退化和人类健康损害、
具成本效益的措施。

从根本上说，建屋局的计划所引发的争议，并
非关乎发展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它反映的是人们在
平衡物质需求与人文价值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在这
个城市国家，实现两者兼顾，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奢
侈，而是日益成为紧迫的任务。

在努力确立自身作为全球城市地位的同时，新
加坡须要更加关注那些使它与众不同的特质，同时
培养国人对新加坡的地方感和归属感。这或许意味
着我们须要更加珍惜那些不可替代的事物。

毕竟，我们的城市国家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地
方，更是承载着我们的希望、抱负和归属感的家
园。通过赋予城市规划和发展所期望的人文价值，
我们也正在滋养这个城市国家和人民的灵魂。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
黄金顺译

陈庆文 超越“取舍”与“务实”的话语框架

超越“取舍”与“务实”的话语框架
By 陈庆文

Lianhe Zaobao, Page 12, Section: 言�论�
Saturday 5 September 2026
2548 words, 594cm² in size
154,900 circulation

Moving beyond the discourse framework of 'trade-offs' and 'pragmatism'

Source: Lianhe Zaobao © SPH Media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